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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生命之门

----当代女性小说话语浅探

一 、  引 言

从80年代中晚期起,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有别于通常以男性视角和立场去观察和描写生活的女性文学以其独特的身姿悄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引发了文坛上关于女性文学的种种热烈的讨论。

什么是“女性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一是女作家的作品；二是所有关于妇女题材的作品；三是女作家表现妇女自身的作品。本文对女性文学的基本定义，选取第三种说法。更具体的说，是指由女性写作的具备较鲜明或成熟女性意识的女性文本。

何为女性意识？评论家谭湘认为：“女性意识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的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和谐意识’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释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 意义和追求。”

两性关系是人类诸关系中最悠久的基本关系，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同人类历史相始终，从人类诞生起就有男女之分，男女相互依存、结合，是得以生存、繁衍、发展的根本保证。两性关系就产生的原初状态来说，是相互平等、相互需要的自然关系，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基于生存、发展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形成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违背了这种自然的两性平等协调的关系。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漫长的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女性成为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一个被统治被规定被掩盖和被言说的 性别，她们无从言说，男性掌握着全部话语的创造权和解释权，为女性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性的规定和命名，成为生而为女人者必须终生恪守的 天条戒律。中外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充斥了大量专为女性的制定的行为道德规范，它们无不具有父权统治和男性中心意识的鲜明烙印。

正是由于父权制以来女性的被奴役被剥夺被压抑，使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成为男性文学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封建父权意识形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以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袁昌英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出现了。从此，中国女性登上了文坛，宣告她们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及自身发展局限，女性文学出现了一种停滞状态,“基本上被淹没于群体文学而成为一种中性文学”。

8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各种现代思想和先锋理论被介绍和运用。其中西方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理论被及其文学理论的引进，对我国的女性文学起着推波助澜的 作用。这时候的女性作家，不再冲动盲目地融入社会主流中，女性话语也不再过多地被政治与意识形态所纠缠，她们开始站在全新的角度思考女性问题，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抽身返回，回到对生命，对自然的本真体悟上去，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的原点。

在本文中，我将从生命化这一角度，探讨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阶段的女性小说的话语内涵，以寻求女性文学 话语的存在历史意义。

二、  生命原欲的躁动

人跟所有动物一样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生命本身具有诸多属性，比如，它有生有死，它总处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它不但有谋生的冲动，还有繁衍后代的性的冲动。人的生命不但有不断发育的显意识，还有不断流动的 潜意识等等。人虽为万物之灵，是最高级的动物和社会化的动物，但它身上仍然存在动物性和动物的生命本能。古人说：“食色，性也”，即是古人对于人的本能的一种认识。

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在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下，封建礼教一方面体现为文明的渐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于人性的一种压抑，对于人的生命本能的一种束缚与钳制。这种压抑与束缚对于女性尤为严厉。在以诗取士的唐代，《女论语》规定女性“莫纵歌词，恐他淫污”。明清之际更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涉性更缺德，“失体面”，“失体统”，倍受男性权利为中心的文化压抑。“五四”以后，女性文学对性偶有涉笔，苏青、张爱玲等女性企图颠覆传统道德文章对性的禁忌。苏青曾胆敢重新标点圣人之言，“饮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她的小说展示了文本中女性真实境况本身惊骇的力量。在当代文学中，出于一种偏见，不仅性爱描写成为禁区，就是 情爱描写也常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而受到监督。到十年浩劫时期，对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全面专政，禁情、禁性主义达到极点，生命原始欲望被禁锢在男权社会所制造的话语之下。因此，进入新时期，人们对于过去那文学的不满，必然要发展为对文学作为人学的历史传统的恢复。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的复苏，人性，人情成为许多作家着力描写的内容，这实际上已启开“生命意识”的觉醒之门。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娓娓动听地向人们叙述了一则温柔而伤感的爱情故事：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之间一场可望而不可及的刻骨铭心的爱。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推崇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精神恋爱，苦恋的男女主人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仅有过一次在毫无诗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离得很远的默默的散步；他们相约要彼此忘记，怀着恐惧躲避“我爱你”的情不自禁的发抒。张洁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因素，其中包括性因素。这样，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就只剩下了纯粹的 精神吸引和精神倾慕。这场性灵之恋被作家描写得如歌如泣。在为男女主人公洒下同情之泪的同时，我们也不禁产生疑问：这场感情属于爱情吗？我们知道，爱情之所以不同于友谊，就在于爱情是以两性间的性吸引为自然的、物质的基础，而友谊则无需这一基础。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在其一生中会遇到不少能够在精神上吸引他，使他倾心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同性，也可能是异性。他们可以成为知己、挚友，却不一定能够成为恋人。既然钟雨和老干部之间的感情关系属于爱情范畴，就必然具有性吸引的成分，而作者却有意无意地疏漏了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对自己欲望的苦苦压抑。在此，张洁所理解的爱，是一种信仰，在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两难中，通过对肉体的超越与否定来获得女性的救赎。从这个意义而言，张洁所构建的仍是一种禁欲的爱情理想，她强调的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对于人的强调和对于“性”的回避，使张洁在叙述策略上只能是男性话语的翻版。小说体现出80年代初女性写作在男性话语引力场中艰难跋涉的具体情形。

到了王安亿的“三恋”，则打碎了这种禁欲的爱情理想，开始涉入女性欲望领域，敢于从自然层面以女性之躯去体验感情，认识世界。这种体验，作家是以情欲作为楔入点的。

《荒山之恋》与《锦绣山之恋》两篇作品中，描写了两个已婚女性的境遇，探究她们内心的隐秘活动。《荒山之恋》里金谷巷那个美丽、任性、高傲的 女孩子“她”，征服了她的丈夫，也被她的丈夫所征服，不能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般配的，然而，她后来遇上了一个与她丈夫气质完全相反的、其貌不扬的柔弱凄清的男子，由无心到有意，由漫不经心到弄假成真，“她觉出自己的灵魂和欲念的极深处的沉睡，被搅乱了”，凭着她好奇任性的 天性，“她要任其下去，看看究竟有什么样的 事情发生。这里有一股冒险的意味，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色彩，她害怕得战栗，又快乐得战栗。”，也许作家要探索的是人的好奇求异、偷吃禁果的 天性，要表现情爱、性爱中那种不可解释的偶然性的驱使和决定，冥冥之中的本能的巨大力量。“也许这一切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正与她此时此地的心情偶合了。她原来是自己动了 自己的心。”这虽然有着抽象的人性意义，但还是打上这个时代的印记，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着骚动的现实氛围中，生命本能的欲望如同久旱遇春雨的 种子，无法不萌动。《锦绣谷之恋》里的“她”，同样是一个已婚的少妇，然而，夫妻间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新鲜与激动，彼此在对方的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神秘，一切都了如指掌，一览无余，熟悉得令人厌倦，婚姻生活原来竟是 如此地乏味。于是，她常常莫名其妙的发火，烦躁不堪，脾气败坏。一次出差的机会，一种环境的改变，她有了新的感受，有了莫名其妙的期待，她的身体里、心灵里便涌起了新的激情，于是冥冥之中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遇到了“他”。“她觉着自己身体里和头脑里，有着什么东西被唤醒了，如一股活水，源源流淌，她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温柔羞涩，优雅活泼。她进入了热恋，她的生命放出了奇光异彩，真实得如同幻觉一样，令她目迷神醉，心旌摇荡。一次“外遇”，也是一次自我发现，一次自我更新，一次生命的发挥，而一旦回到终日厮守的家，她愈发焦躁，愈发烦乱，她在焦躁中期待，在烦乱中渴望，她再也无法安宁和平静。这种精神 上的焦躁正源于生命深处的躁动。因为这躁动，《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同样陷于生命的苦闷与饥渴中，内心不宁的情欲不断膨胀、烧灼与被抑制，又喜怒无常地互为虐待折磨、切齿怨怼地而陷入一种狂热的迷乱，心中交织着饥渴与恐惧的灵肉痛苦。

在“三恋”中，王安忆淡化了社会背景，淡化了人际关系，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出场，通过他们的行为命运探讨“性”在人身上的表现形态，探讨“性”对于人的作用，揭示了种种不可理喻而又不可抗拒的存在。通过这些作品，王安忆充分探入了人的内心深处，揭示了处于生命欲望的骚乱，及生命本能冥冥之中对人的精神操纵和行为支配。这种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态度开创了新文学题材，并从自然层面上供给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

如果说王安忆在呈现女性性爱意识并探询女性生命世界的文本叙述中，更多的是直接面对 性爱意识本身，着重刻划性爱心理，欲望滋长，那么，同样是以性爱角度来揭示女人的铁凝则更偏重于展现在性意识被压抑扭曲或放纵宣泄下，女性生命所受的戕害以及女性存在的历史扭曲。

三、生命本相的善与恶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的问世，对于人的认识，从生命的意义上又推进了一步。历史中的人与人的历史在这里水乳交融、互为体现，既可说通过人的生命形式检视历史是非，也可说通过历史轨迹映现出人的生命形态。

《玫瑰门》的结构核心是司猗纹的生命过程。司掎纹是一个生命个性强悍而命运多褰的穿越新旧两个社会时期的既普通又非凡的女性。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使她放弃爱情，违心地嫁入门当户对的庄家。但她的屈从没有给她带来侥幸的 幸福，婚姻让她从此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丈夫庄绍俭对司猗纹极尽侮辱，蔑视，他寻花问柳，吃喝嫖赌。司猗纹在庄家备受折磨、煎熬。但司猗纹亦非逆来顺受的女人，这种婚姻遭遇使她不得不独立支撑着颓败中的庄家门面，又使她生出对社会、对命运挑战和报复的恶意和毒辣。治好庄绍检带给她的性病后，司猗纹以一场恸哭结束了 她倍受煎熬的前40年。在文革中，司猗纹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权，摆脱街道主任罗大妈一家的监视和欺凌，取得罗大妈的彻底认同成了她的生活目标。在交房子，交家具，百般讨好仍遭白眼后，司猗纹想出了一个恶毒的阴谋：故意暴露寡居儿媳竹西同罗家大儿子的奸情以威胁罗大妈，她甚至不惜把自己未成年的外孙女苏眉派去充当捉奸的先锋。司猗纹凭着她非凡的精明，也凭着她变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终于从富家少奶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群众的一员。

在司猗纹形象的塑造中，铁凝大胆地引入了 西方文化中的性爱观念，又巧妙地把传统道德的善与恶都交织在司猗纹身上，逼近原生状态地揭露了她变态的性心理及其隐形文化价格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和自渎倾向。

另一个与司猗纹相提并论的女性形象是姑爸。姑爸的不幸源于她的面相。新婚之夜，新郎被她奇大无比的男性一样的下巴吓得逃之夭夭。从此，断送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需要，导致了她的变态与独处。她不理人事，不畏人言，将全部的要求都寄托于她豢养的那只“男”猫身上，与猫为伍，离群索居，直至悲惨地死去。

无论是司猗纹还是姑爸，无不表现出生命扭曲、人性变态而又无不始于她们各自不幸的婚姻命运，使她们作为女人的正当的生命需要在生理上受到阻滞和挫折，才有了种种奔突和畸复。司猗纹的生命能量转化为邪恶阴毒的发泄报复或虚伪成性的表演，姑爸的生命需要则转化为自我封闭的独守或性角色的错误。《玫瑰门》从历史的演变中表现了这样一种女性的生命形态。

在直面女性生命的描述中，铁凝以审丑的眼光捕获了一个个恶女形象，同时也以审美的眼光，勾勒了一些被生命召唤与自然共鸣的“原始母亲状态”女性。

麦秸垛中的大芝娘,坚强宽容,以德抱怨,但命运多舛,坎坷不幸。大芝娘是一个十足母性的象征，她对背叛自己的丈夫无任何怨恨之心，离婚后仍与他要个女儿，并在灾年接济丈夫一家。失去女儿大芝后，她虽伤心绝望，仍旧将母爱分洒给无娘的五星和孤立的沈小凤后，铁凝将“某种朴素传统的女性生存”呈现的同时也呈现了一颗宁静单纯，圣洁的心灵。由此可知，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突出女性意识的农妇，同样能以一种拙朴自然的方式来找到自己对女人、妻子、母亲等性别角色的确认。但大芝娘离婚后的结局是抱着一只“又大又满”的枕头度过一个个茫茫黑夜，这毕竟是女人的悲剧，残酷的现实使一个平凡的女子内心深处的过实实在在、充实幸福的日子的生命愿望都落空了。

步大芝娘后尘的是念过书的知青沈小凤，她死死爱着腻味她的陆野明，自愿献身与他，并想要个孩子。她们在母爱强有力的支撑下，对性爱表现了一以贯之的专一。大芝娘和沈小凤是真实自然的，但她们在依靠男人、敬仰男人中生活，她们对男性世界有着强烈的依附和膜拜心理，而这恰恰是导致她们不可逆转的命运悲剧的根源。

“两性关系不平等，其原因无外乎两方面，一是在父权制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性爱意识，二是带有体现男性中心价值观念的包括伦理道德和各种制度在内的现实规范。”正是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使中国妇女的女性自主意识受到压抑、扭曲和变形。无论是恶女司猗纹、姑爸还是充满母性的芝大娘，无论她们是在怎样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其同样的悲剧命运“轮回”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因而铁凝小说的意义在于，开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从父权制的根本上分析女性的悲剧是政治的性别悲剧，开始从历史、文化的根源中解读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在《玫瑰门》中通过描写司猗纹这一恶女形象完成了自古以来男性权威社会施于母亲的无数谎言、虚构与话语的解构，这对此前的女性小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四、生命的自我体现

当代女性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随着人的解放出现的女性文学，表达社会理想和对一种新人际关系的渴望，这和男性写作基本一致。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方舟》是女性写作第二个阶段的起点，也是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妇女解放问题从人的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妇女问题从此成为女性写作探索的重点。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初并活跃至今的真正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以陈染和林白为主要代表。

在前两个发展阶段中，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处在与现实的摩擦与抵触中，苦苦追问：我该何处去，我该站在哪个位置，我要什么。大多数文本对女性事业与家庭、自我与爱情等诸种问题进行探讨，使得女性逐步认清自己的处境，即在爱情中自我迷失，在事业里自我异化，在性爱中 自我升华或恶化。这个阶段只能呈现这些问题及由此而生的失落痛苦，却无法提供任何解救的路径。因为，女人是无名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她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从而也就无法回答我要去哪里。女性倘若没有文化意义的真切解放，其解放是浅层次的，是不彻底的。90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通过解构男性形象所承载的文化的虚构，作为开始寻找自我的前提。

陈染的《私人生活》以主人公自身的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经历和体验。女主人公倪拗拗在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长大，从小缺乏父爱，有着“不怎么合群的别扭天性”，不能融入集体，和女邻居禾寡妇之间有着温情而暧昧不清的奇特关系，和班主任T先生有着对抗的紧张关系。后来，她终于与大学同学尹楠建立了恋爱关系，可是突然而降的生活风波和事故，使她几乎是同时失去了母亲、禾寡妇和她的恋人。在悲痛中，她成了“幽闭症患者”，拒绝面对现实。最后，她终于战胜了自己，在满目疮痍的精神创伤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作品中的倪拗拗自小就性格沉默，思维独特，她把自己的胳膊和腿分别起名“不小姐”和“是小姐”，和她们进行思想交流。由于父亲的暴戾，和后来父母的离异，她从小对男人就没有好感，班主任T先生的故意刁难和虐待更加深了她对男人的恐惧和厌恶。而女邻居禾寡妇“那逸丽、妩媚的五官和仪姿”，“悠闲从容的韵律”和“清馨、优雅，一种来自高贵的颓废”对倪拗拗乖戾的性格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能使她感到踏实和宁静，这个女人“身体内部始终燃烧着一股强大的自毁灭的力量”又使她产生一种怜惜与依恋的感情。对禾寡妇的依恋更确切地说是对男性世界的逃离,对母爱的迷恋,对自己的迷恋。因为“禾才是属于我内心的一座用镜子做的房子，我在其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照见自己”。即使在T的狂热追求下莫名其妙地委身于这个她一直仇恨的男人时，她也是“处在一种矛盾的情感中”，“她更喜爱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她更喜爱的是自己。因而，在后来的恋人尹楠离开她时，在她出现的幻觉中，她发现“那个人也并不是尹楠。那个大鸟一样翱翔的人，原来是我自己”！当所有亲近的人都离她而去之后，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交谈，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 ”，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她成为“幽闭症者”，把自己关在房里，躲在浴缸里，沉思默想，自恋自慰，成为“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但已看不到男性话语所谓“宏大叙述”，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取代了“改革”、“启蒙”和“文化”之类的“宏大目标”，“个人”、“私人”一类的字眼，取代“社会”、“人民”和“政治”，成为修饰写作的主要词汇。作家关注的是女性的“个人成长史”，是一个女人在她成长历程中的内心召唤和隐秘体验，而非某一类女性的存在状况或人生困境。我们也感受不到主人公的政治热情，对公众的关心，她远离政治和社会中心的生存空间，“喃喃叙述”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欲望。在作品中，外部世界在女性成长中只是因素，是背景，女主人公生活在丰富、敏感但封闭的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的记忆在她的创作中是支离破碎的。她不再过多做女性自我与社会的矛盾、摩擦的描写，也不再对“是超越还是回归”这问题做无谓的纠缠。孤独、逃离、抑郁、自省自恋成为她们自然流畅的生命体验，而不再是在具体困境中产生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的封面标上了“私小说”这三个字，作家也称自己的作品是“超道德”和“超性别”的。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更能体现出她对个人化女性经验世界营构的匠心。小说以女性主体成长为核心，编织出女性与自身、女性与世界、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网状关系，这一网状关系疏密以女性经验的变化为轴心。这里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重大社会环境叙写，没有重大社会事件介入，也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成长楷模、范式，有的只是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欲求、自我选择，小说再现了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女性的成长史，是一部经验积累、自我积累和自我调整，认识自身而后认识世界的“特殊存在史”。小说主人公多米自幼丧父，从医的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因此可说是在“父权”缺席的空隙成长起来的，一个真正自生自长的女性主体。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刻化，身为女孩的自我躯体认识，对于生育和死亡的天然关注和恐惧，对于自然外物的探求，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对于爱的渴求，总之，一个女人，也就是一个人，她的希望和绝望、她的爱和恨她的生命就是她的欲求的总和。《一个人的战争》还是一部反道德意义的女性写作，从根本上就是绝对的女性文本，它强调一个人的战争就是生命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一支女性欲望的悲歌。

陈染、林白等人执著于自我辩析与宣泄，以坦白直率的女性话语表达个人的经验，标志着历史主体的变异和写作立场的位移。她们试图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各种枷锁，以女性话语的“欲望之流”超越现存的语言秩序和文化秩序，对男性正统写作构成一次卓有成效的挑战。正如林白所言：“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踊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五、结语

中国研究女性文学的刘思谦教授曾指出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经历了“人－女人－个人”三个层面的发展，即从“五四”一代女作家发出“女人也是人”的呼喊，到“文革”后张辛欣、张洁们表现“做女人难”的主题再到陈染、林白们发出个人立场的话语，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尽管由于历史、社会、作家个人思想、认识的差异，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都力图摆脱几千年来男权社会对女性欲望的压制力图从男性话语中挣脱，体现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价值。

在张洁的笔下，强调的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女人”作为中心价值其社会社会价值成为作者表达重心。因而，钟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只能在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外对其他性关系施行禁忌的文明性道德的压抑之下，度过痛苦的人生。而钟雨的纯情在某种意义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压抑的产物，它昭示出的是爱的心灵价值。王安亿的《小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洗礼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了对男人、对自我的超越。同样，大芝娘和沈小凤（铁凝：《麦秸垛》）在遭到抛弃之后，只能这用生育来证实自己作为人妻的价值。这是一个悲剧，却深入地触及了女性意识中生命本能和社会文化积淀的影响。如果说在探讨女性生命本能、追求女性价值的道路上张洁们还显得有点小心翼翼的话，到了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里，则表现得更为痛快淋漓。她们无所顾忌地敞开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和体验向世人言说着她们自己的故事，在对男权文化的解构中宣告作为一个女人存在的价值。

女性写作的“生命化”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庶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女性小说话语的探索，就在于纠正历史形成的这种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别歧视与女性的自我屏蔽，而不仅仅是男性话语的颠覆、解构，寻求双性和谐才是女性小说发展的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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